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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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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对南北朝及以前的重要文学作品和文章做了系

统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从学术传承的角度上看，刘勰吸收了挚虞等前人“文体论”的学术成果，继承了向、歆、

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以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以“圣言”为

第一层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次的“金字

塔”式分类系统；从方法论上看，其通过“以本统末”、体用合一的“体用论”等研究方法揭示各类文类文体生成、

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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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刘勰集先贤之智慧，聚千年文章之精华，创

作出千年不朽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成就千年龙

学之巨擘。刘勰之所以能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品谈

天下万千文章，是因为他一方面是站在刘向、刘歆、

班固、挚虞等巨人的肩膀之上，有更好的视界、更高

的视野；还因为他聪颖好学，甘于寂寞，熟读天下书

籍，博古而通今；更因为他学术胸襟开阔，掌握了最

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正确的研究方向。本文主要研

究《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的继承关系，以及系统论

和方法论。首先，分析文章分类学与“文体论”的内

涵与外延关系，研究刘勰对前人“文体论”学术成果

的吸收和对向、歆、班固“目录学”成果的继承。其

次，以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着重探讨

《文心雕龙》文章分类系统，企图构建一个以“圣言”

为第一层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

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

次的“金字塔”式分类系统。最后，将全书二十余种

文类文体视为大系统之中的小系统，以各种文类文

体之整体性范式为“体”，以文体之下创作者个性化

创作的具体文体文章为“用”，通过“以本统末”、体用

合一的“体用论”等研究方法揭示各种文体文章生

成、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通过外在框架的构建、

内在思想方法的挖掘，探讨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研

究古代文体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

要讲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文章分类学和

文体论的内涵和外延。文章分类学是本文需要论述

的基本范畴，它起源于先秦《尚书》，成熟于两汉的刘

向、刘歆、班固，其涵盖的范围包括天下所有文体文

章，即要用一定的文献分类原理和方法给天下所有

文章进行合理的分类。文体论的内涵比较丰富。詹

福瑞认为，古代的文体包含体类和体派，体类是指文

章分类，体派即风格［１］；徐复观认为，文体是基于文

章的体裁、体要、体貌的综合学问，体裁之体为基底；

童庆炳则认为，文体分为四个要素或四个层面，即体



制、体要、体性和体貌，体制作为文体的基础，具有制

约性（［２］。陈剑晖总结认为，将体裁、体制层面的文

体称为文类文体更为恰当［３］。在此有两点需要说

明：其一，“文体论”中包含了文章分类法；其二，文章

分类学比“文体论”的文章涵盖范围更广。“文体论”

是汉魏六朝才发展成熟起来的，在文学的自觉性渐

成趋势后，文学作为一门独立之学从包含了学术在

内的广义的文章中独立出来，此时的文体论往往被

狭义地理解为文学文体论。这种理解当然是不全面

的。联系历史可以看到，自曹丕《典论·论文》的八

体伊始，至陆机《文赋》的十体，再到挚虞《文章流别

论》的十一体，无不既包含“文”，又包含“笔”，绝非纯

文学的文体论。另外，即使承认六朝文体论涵盖了

天下之“文”和“笔”，亦不完全等同于基于目录学思

想的文章分类学。戚良德在《文章千古事———儒学

视野中的〈文心雕龙〉》中说，刘勰的“文”乃是我们今

天所谓“文学”和“文章”的总和［４］。即使如此，文章

分类学和文体论之间，有很大的共通之处的。如班

固的文章分类包括六艺（经书）、诗赋、诸子等，没有

史传；刘勰的文类文体包括诗、赋、诸子、史传等，史

传独立出来，但“经书”不在其列。如果我们将文章

分类学的分类标准与文体论的“文类”分类标准进行

一体化的统筹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实践操作（分

类）和理论建设（方法）就可以共通同用了。故本文

在进行学术论述（构建一体化文章系统）时一方面努

力寻找基于目录学的文章分类和基于“文体论”的文

类文体分类之间的渊源关系，构建两种分类的直通

点，同时，既采用基于目录学的文献学思想，又大量

吸收文体论的理论成果。

一、源流

古往今来但凡大学者都十分重视文章分类及目

录学研究，认为做好文章分类是做好一切学问研究

的入学之门。唐朝毋?在《古今书录序》中叹道：“苟

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

天衔石，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

乎？”清代学者张之洞在告诫初学者而撰写的《书目

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今为

分别条流，慎择约举，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

……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陋者当思扩其见闻，

泛滥者当知学有流别。”［５］清代学者章学诚针对浩繁

驳杂的古典文献，在他的《校雠通义》中提出了“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６］的研究方法。所谓“辨章”，可以

理解为“辨考”，即考辨学术思想的异同，进而对天下

学术文章进行归纳分类。最早给书籍分类始于汉

代。西汉刘向在政府的支持下对天下图书进行了大

规模的搜集、整理、校阅和归类，成果编为《别录》；而

最早对书籍进行系统而完善分类的是刘向的儿子刘

歆，他撰写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分类书《七略》。

在目录学中向、歆二人富有奠基作用的两书均已亡

轶，其大部分思想集中保留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

文志》中。《汉志》记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故

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

有术数略，有方技略。”［７］１７０１《汉志》将传统的典籍分

为六大类，分别是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

术数略、方技略，六分法奠定了书籍分类的基础，为

千万文章找到梳理的门径，却又不是文章分类学的

最后定论。《文心雕龙》继承了《别录》《七略》《汉书

·艺文志》的目录学思想，囊括了时下留存的各种文

体文章，将不同的文体文章有序归类的同时，展现了

其天才的文章分类学创意。

《文心雕龙》虽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但其纵览

天下文章，高瞻远瞩，学术独创，寓文章分类学于文

体论中。刘勰的文章分类学思想既来源于曹丕、陆

机、钟嵘、挚虞等，也来自刘向、刘歆以及班固的《汉

书·艺文志》。表面上看，《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针

对的重点是文体论，即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对天下

文章进行分类；而《汉书·艺文志》所代表的目录学

分类则是针对天下既有的图书，是站在书籍的社会

功用等角度对天下图书进行分类。两者看似角度不

同，研究方法各异，其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

系。

首先，刘勰吸收了前人“文体论”的成果。中国

自古就有比较成熟的文体分类学，先秦早期代表性

的作品便是《尚书》，《尚书》将其收录的作品分类为

典、谟、训、誓、诰、命等，文体分类学的特点十分明

晰。汉魏六朝以来，有关“文体论”的文章颇多，曹丕

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等已

经相当成熟，《文心雕龙》固然是“文体论”学术成就

的最高峰，但是之前亦有影响颇大的脍炙人口作品，

比如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挚虞在编撰《文章

流别集》时根据目录学分部类方法，将天下文章按照

不同体例分类，并仿照先贤对每种文体进行“溯其起

源”，“论其正变”，评品诸家撰作之得失，“各为之

论”，得到类似于《别录》和《汉书·艺文志》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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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流别论》。李婧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与目录

学》中说：“所谓《文章流别论》，原本并不是一部独立

的文体论著作，而是《文章流别集》的附论。是挚虞

在将众多文章划分文体后，为各体所作明含义、考源

流、评得失的类序，其产生正是延续目录类序的思

路，体例如出一辙，具有明显的目录类序性质。”［８］

《文心雕龙》直接继承《文章流别论》的部类，将其颂、

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

种文体，扩展为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大类三

十三种，其文章分类法和目录类别思想，完整有序，

思路清晰，对《文章流别论》和《汉书·艺文志》等前

人成果有继承亦有创新。

其次，刘勰继承了向、歆、班固的“目录学”成果。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的创作直接受到《别录》《七

略》《汉书·艺文志》等目录学著作的深刻影响。《梁

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

娶，依沙门僧，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

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汪春泓在《〈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

研究》中分析说，“所谓‘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实与

向、歆《别录》《七略》之编撰十分相似，可谓异曲同工

者也。”［９］《文心雕龙》的文体类例、学术阐述，充分借

鉴了目录学的源流之作《汉书·艺文志》等的既有成

果，对其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进行了大量复述和征

引。《别录》《汉书·艺文志》等有提要、大小序，记录

或阐述相关书籍的流变发展，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源

成为刘勰进行“文体论”创作的现成内容，被直接摘

录或复述。如在论及“诗”的文体起源时：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

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

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

也。（《汉书·艺文志》）［７］１７０８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

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

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

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

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王泽殄竭，风

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

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

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１０］６５－６６

比较两段文字可知，《文心雕龙》对《汉书·艺文

志》的继承不仅表现在内容的直接征引上，比如“诗

言志，歌永言”；还表现在内容的复述和转述上，比如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对“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

谓之歌”的转述，“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是对“哀乐之

心感，而歌咏之声发”的异曲同工的表达；更表现在

对《汉志》思想的传承上，比如对诗歌的“诗言志”、

“讽诵”观、“有感而发”论等，刘勰进行了直接的继承

和旌表。统计表明，《文心雕龙》征引《汉书·艺文

志》的频次达５７次，主要集中在“文体论”部分，其中

“诸子”篇征引达到２０次之多。

在论及“史传”的写法时：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

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

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

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

历数，籍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

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

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

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

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

所以免时难也。（《汉书·艺文志》）［７］１７１５

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

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

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

尚书，事经则春秋也……自平王微弱，政不及

雅，宪章散紊，彝伦攸鉩。昔者夫子闵王道之

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

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

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

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

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文心雕龙·史传》）［１０］２８３－２８４

对比《汉书·艺文志》和《文心雕龙》在“史传”上

的写法，无论是从内容到思路，还是从语气到主题，

都可见《文心雕龙》对《汉志》在体例和论述上的亦步

亦趋和如出一辙。

二、系统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

“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和“序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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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论”“批评论”不说，我们从“序志”“总论”中分

析作者是如何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品谈天下万千文

章。《文心雕龙·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

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

极矣”。“道”“圣”“经”“纬”“骚”是全文的枢纽，提要

全文，更是全文所有章节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全篇

的写作皆是以此为宗旨展开。《文心雕龙·原道》阐

释“道”为“天地之心”“自然之道”，同时点出“文”与

“道”的关系：“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

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文是万物的雕饰，“道”才是

文章的核心，就学者而言需要把握其中的“道”来进

行撰文。如何坚持儒家之“道”，作者认为“征圣”与

“宗经”是重要途径。《征圣》有言：“先王圣化，布在

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要求学者思想上需要遵

从“征圣”原则，以圣人之言为行动纲领。而在具体

的文章写作中，《宗经》写道：“故论说辞序，则《易》统

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

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

为根。”儒家“五经”才是文章根基，“宗经”不仅是《文

心雕龙》始终践行的写作要义，也是学者进行任何创

作实践必须践行的重要宗旨。又说“文章之用，实经

典枝条”，强调经典和各种文体文章之间的体用关

系，枝叶关系。总之，“道”是核心，“征圣”是基本原

则，“圣言”“圣文”“圣训”必须高高在上；“宗经”是创

作的根本手段，儒家经典是学者的模板；“文体论”中

二十大类三十三种文体则包罗万象，“文”与“笔”兼

有，是文章的主体，学问的枝蔓，但其目的都是为了

揭示天地之大道或某一个生产、生活方面的小道。

针对汉代以来“文体解散”的情况，刘勰力图重建文

体新秩序，张健在《〈文心雕龙〉的组合式文体理论》

中分析道：“刘勰之文体论本于以文体为物体之观

念。物体由各元素、部分组合而成，文体亦如此；物

体为一组织有序之整体，文体亦如此；物体组合有

法，文体亦如此。”［１１］如果试图描摹《文心雕龙》的文

章分类学思想，则可以构建一个“金字塔”式模型系

统：

第一层：“圣言”。“圣言”处于“金字塔”的塔尖，

是天下文章的核心。“圣言”不仅体现在“方册”，还

表现在“格言”上，固称之为“圣言”而不是“圣文”。

在古代儒家学说理论中，孔子等圣人言行都包含了

丰富的“道”，甚至可以说“道”是靠“圣言”才得以存

在和表现出来。《文心雕龙》之所以说“体大虑周”，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刘勰以“道”统御全篇，不以“雕龙

之技”为重，而是以“文心”为要。

“道”乃“自然之道”，即普遍的宇宙法则，能贯通

天地人的天地之至理。《原道》篇说：“爰自风姓，暨

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

神理而设教……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

刘勰看来，“道”和“圣”是有机的结合体，并以“圣典”

“圣训”等形式表现出来；换个角度说，以“圣典”“圣

训”为表现形式的“圣言”必然是载道的；同时，通晓

“天地之心”的圣人是思想和文章的主体，儒家的人

文之道和蕴含天地至理的自然之道是通过圣人才得

以晓示和阐发，“圣言”是“道”和“圣”的美丽结晶。

又，“圣言”是最符合“文”的要求的，即所谓“圣文之

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因此，刘勰要求“论文必

征于圣”。以儒家之“道”为内核、以儒家经典的“五

经”为基础、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圣人之言，是“道”

“圣”“言”融为一体的外在表现，是高悬在中国文人

雅士头顶光芒万丈的永久思想宝库，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精神家园。

第二层：经书、纬书、骚体。如果说第一层的“圣

言”是高高在上的阳光，是精神层面构筑的佛光宝

象；那么这第二层的“经”“纬”“骚”则是润泽万物的

雨露，是实践层面树立的标杆。阳光普照的时候，人

们能够享受的除了温暖，更多的则是精神世界的慰

藉；雨露降临的时候，万物得以滋润，形体得以洗濯，

人们可以及时享用，还可以储备待用，周济他人，储

备得越多，有利万物的范围则会越广。在第二层的

经、纬、骚中，经为根本，纬为附庸，骚为经书之延伸。

邓国光在《〈文心雕龙〉文体通义》中说：“孔子与屈原

都是属于总汇、转化与创造的典范。孔子的文章是

‘通’的化身，体现理想的立文造诣与高度；而屈原则

是‘变’的象征，体现巨大的心灵力量与优越的驾驭

文字书写的绝技。”［１２］

刘勰认为，“窥圣必宗于经”，对以儒家经典为核

心的经书推崇备至。《宗经》说，经书是“恒久之至

道，不刊之鸿教也”，“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

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经书和“圣言”

一样，能够穷极“天地之心”和自然之理，其根本地位

不可动摇。但经书和“圣言”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圣言”更多的是精神的动力源，经书则是学者的模

仿和效法的对象；“圣言”是思想的擎天柱，经书是普

世法则。《文心雕龙》多处论及文体起源于五经，认

为经书是“群言之祖”，各种文体“实经典枝条”，都源

于经书，故“百家腾跃，终入环内”。经书的特点是

·２６·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



“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辞

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只要诚心向经书学习，便能

“太山遍雨，河润千里”。

至于纬书，则是一种假托经义以宣扬谶纬之学

的迷信著作。刘勰罗列此目，一是要证伪；二是承认

其是现有书籍的一种，不可不列；同时认为谶纬之书

对文学创作有帮助。《正纬篇》说：“羲农轩?之源，

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

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纬书是伪造

的，是作为经书的附庸而存在，如同皇殿上皇帝身边

的值班太监，虽被人无视，却也能站班在帝王之侧，

众大臣之上。

骚体，指骚体诗，是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先秦

楚地诗人用楚国方言创作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学的地位日益高涨的魏

晋六朝，文学创作日益丰富，文学理论著作如雨后春

笋，其中诗赋最盛，统领文坛数百年长盛不衰，作为

诗赋源头之一的骚体诗，地位只有越来越高的。因

此，骚体诗被刘勰拔擢到与经书几乎并列的地位，也

就不足为怪了。在《辨骚》中，刘勰认为骚体诗“乃

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气往轹古，辞来切

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和《诗经》一样，仍然是学

者仰望之所在。刘勰把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和

《诗经》相提并论，“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

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

驱辞力，縕唾可以穷文致”。刘勰“辨骚”，其实是为

汉魏以来少数对骚体诗的有失公允的评价进行辩

解。王运熙在《〈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

想》中分析说，“刘勰认为作文应以雅颂等经典为根

本，同时尽量采取《楚辞》的优长，做到奇正相参，华

实并茂，这是他总结了《五经》、纬书、《楚辞》等书的

文学特色以后对创作提出的一个总原则或总要

求。”［１３］又，骚体诗在文学大昌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力

不在经书之下，实为经书之延伸，把骚体诗列入第二

层是应有之义。

从文章分类学上说，经、纬、骚更多的是文学的

样板，天下文章的源头活水，万世楷模，不可多得，不

可更易。

第三层：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

碑、哀吊、杂文、谐骵、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

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定下根基、固定枢纽

后，刘勰根据文体写作需要将文献典籍按照文体的

“体用论”分门别类，共总结了二十大类三十三种文

体。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体裁和风格这些文体学研

究范畴滥觞的基础上，“整体”和“辨体”便被学者渐

渐重视。《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突破了曹丕《典

论·论文》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八种文体，陆

机《文赋》的诗、赋、碑、诔、铭、箴、颂、论等十种文体，

挚虞《文章流别论》的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

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文体，文章分类更为精准、

完备，突出体用关系，更贴近实际。各种文体之下又

细分小类。比如纪传体分为尚书、春秋、纪、传、书、

表、志等，杂文体分为对问式、七发式、连珠式，以及

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

谣、咏等。全文罗列分析的文体亚类四十多种，仅收

录名目不作分析的文体又有四十余种，总计文体达

到一百一十种以上，收录了当时流行和史料记载的

几乎所有文体。这一层次的文体及所涉及的文章，

“文”“笔”兼备，囊括一切。

在“辨体”时，强调文章整体属性的同时，详细地

论述了每个文类文体里的一种或多种文体，研究文

体的起源、流变、特点及创作经验，总结运行规律。

详细列举各种文体及其亚体的代表作品，叙述源流，

品评得失，几尽天下学术文章的主流。体例之广泛，

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包括很多小众文体如颂赞、

祝盟、铭箴、诔碑、哀吊，应用文体如谱、籍、簿、录、

占、式、律、令、法、符、契、券等，将各种小众文体呈列

在大众的视野之中，大大提升了小众文体的地位。

刘勰“辨体”的行文思路也遵循一定的法式。正

如《文心雕龙·序志》所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

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

举统。”下面以《文心雕龙·明诗》篇为例，作以阐述。

首先，考证诗歌最早的起源，通过大舜的“诗言志，歌

永言”，得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感说”理论，

此乃“原始以表末”。其次，分析诗义：“诗者，持也，

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

尔”，认为诗歌是扶持、端正人的性情的；此为“释名

以章义”。接下来叙述诗歌的发展历程，从葛天玄

鸟，到黄帝云门；从尧有大唐，舜造南风，到大禹九序

惟歌；从商周雅颂，到辍采国风；从汉初四言，古诗五

言，到建安五言风骨；从晋世玄风诗，到宋初山水诗，

详细论及诗歌在各个朝代的发展和流变。接着，选

文定篇，举出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论及先秦的风雅

颂、离骚，汉初韦孟、古诗十九首，以及汉末的建安七

子作品，魏晋的何晏嵇阮、张潘左陆，六朝的袁宏孙

绰郭璞等，纵横捭阖，品评得失。然后，具体分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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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创作的纲领，要求四言“雅润为本”，五言“清丽居

宗”，但在具体创作中也要“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这

是“敷理以举统”。最后以简单的四句诗文统领全

文。二十文类文体，分别建立起其立文的标准，篇篇

如此，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范式。刘勰既重视基

本文体范式的建构，并以此为“本”，但同时强调诗歌

创作的个性化，认为“诗有恒裁，思无定位”，创作者

要“随性适分”。我们把这种重源头、梳流变、品作品

的写作模式概括为“溯源归流”式的叙述方式，它更

类似于后世提要式目录著作。

至于《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论、鉴赏论、作家批评

论等内容，虽然精彩，实际上只是“文体论”之大系统

的附庸，因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故不做重点论

述。

这种三层的“金字塔”式学术分类学的模型系

统，儒家之“道”是天地运行的至理，是系统的总发动

机，“圣”是通天彻地的人杰，“圣言”是“道”“圣”合一

的精华，即沟通天人、天人合一之文化显现，“经书”

是“圣言”的基本法则的直接体现，二十大类一百小

类的文类文体则是在“圣言”和“经书”精神统摄下合

规运行，“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并企图达

到揭示天地运行规律，描述社会发展真理，晓畅人间

生存发展道理，即文章的最终目的是无限接近于真

理。此模型系统的构建是由《文心雕龙》学术精深、

眉目清晰、“体大虑周”的内部结构决定的，是刘勰胸

襟开阔，通过掌握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精研理论、

醉心学术而创造的系统研究成果。

三、特征

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中国最早的人文学著作《周

易》就是一部富含系统论思想的伟大著作，它不仅是

儒家的经典，同时也是道家、阴阳家等诸子学派共同

的思想源头，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达数千年。

最早提出“系统论（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理论的人是

美籍奥地利人贝塔朗菲，他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

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

体。《文心雕龙》的金字塔式文章分类系统体系周

密，层级清晰，结构严谨，从系统论的角度说，具有以

下特征：整体性、生成性、大系统和小系统的协调性、

变与不变的统一性。

（一）整体性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性。《文心雕

龙》的文章分类学的最大亮点是，全文以文章分类学

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一个以“圣言”为第一层

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诗、乐府、诠

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次的“金字

塔”式分类系统。儒家之“道”是发动机，其巨大的能

量维护者整个系统的运行；同时，“道”又是总纲，具

有一贯到底的巨大穿透力，它的力量和影响力贯穿

经书，直达各种文类文体，渗透进每一篇具体文章

中。顺着看，这个系统模型是“金字塔”形，“圣言”是

沟通天人、笼罩一切的至高无上，“五经”“六艺”等则

是中间的擎天之柱，而最下一层的二十类上百种文

类文体则是奠基之石，整个系统上接天、下着地，结

构稳定，支撑有力，上下三层，浑然一体。倒过来看，

这个系统模型则是“参天大树”形，“圣言”是深入大

地、根系庞大、根深蒂固的根本，“经书”则是结构刚

强、伸展有力的枝干，二十大类一百小类的文体文

章，就如营养充足、茂密葱茏、茁壮成长的枝叶，整个

系统根、干、叶相连，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并不断延

伸发展。

（二）生成性

延续上文的两个比喻来说。在“金字塔”系统

中，最下一层的二十大类上百种文类文体是奠基之

石，在这些大小不一的奠基石中，较大的石头在上层

的重力作用下会裂变成更多的小石头，而一些小石

头在特殊的环境和强大的重力作用下也会聚合成大

石头，这便是系统作用下的生成。在“参天大树”系

统中，每时每刻都有枯枝折断、败叶飘零；更多的则

是“芳林新叶催陈叶”，新枝新叶蓬勃生长，生生不

息。这便是系统的生命力。《文心雕龙》的“文类文

体”生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文类文体的

内容与形式决定的，如：刘勰在《时序》中说“文变染

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体的产生是随着表

现内容的特殊需要而发生，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

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发展和演变着。于维璋在

《刘勰论文体》中分析说：“刘勰总是极其明显地指出

文体的产生和演变是决定于客观现实……即文体总

是为反映特定的现实内容、发挥文学的教化作用服

务的。”［１４］这是一种外在的生成因素。另一方面是

由文体的体用关系决定的。《文心雕龙》的系统既体

现了模型整体的生机勃发，还在于深刻揭示文类文

体生成的内在机制。姚爱斌在《论中国古代文体论

研究范式的转换》分析说：“在文体创作中，作者一般

先有一个关于所有文章的整体范型———尽管很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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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写作时未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接着是

对文类文体的确定，在这一环节，作者需要在意中形

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关于某种文类文体的整体范型，

包括适合这种文类文体的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等；

最后才是一个直观的具体的文章整体的完成。当这

一创作过程完成后，文章共同之体和各种文类之体

便自然融入直观具体的个别文体之中。”［１５］《文心雕

龙》每一个“文体”内部，应用“体用论”研究方法以

“文体”的共性为本体，在通过研究获得“文体”的整

体范式后，建立某类“文体”的整体范型，最后才是创

作者以“文体”的整体范型为依托，创作出某一个具

体的个性化文章，即“用”。在这一创造过程中，文章

的整体范型自然融入创作者创作的具体个性化文章

之中，达到“体”“用”合一。这种文体的生成、流变，

使整个系统具有勃勃的生命力。

（三）大系统和小系统

大系统，以“道”为动力源，由“圣言”为统率和核

心，旗帜鲜明，一以贯之，维系着三层分类结构，是考

察和研究汉魏六朝文章分类学、文体论的重要系统。

大系统下又分若干个分系统。比如：“经书”中的《周

易》与论、说、辞、序四种文类文体构成一个“易”类分

系统；《尚书》和诏、策、章、奏四种文类文体构成一个

“书”类分系统；《诗经》与赋、颂、歌、赞四种文类文体

构成一个“诗”类分系统；《三礼》和铭、诔、箴、祝四种

文类文体构成一个“礼”类分系统；《春秋》和记、传、

盟、檄四种文类文体构成一个“春秋”类分系统。分

系统和总系统构成分总关系，体系非常严密，结构异

常紧密。分系统之下，系统模型的第三层是二十个

文类文体，每一个文类文体都是一个形制独立、体系

相对健全的小系统。用体用关系的方法来分析，各

种文类文体的共同之“体”和具体的个性化文体之

间，构成一种体用关系，通过体用关系的运动，形成

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小系统。二十个小系统的共

同运作，推动着各种文类文体不断发展、流变，直至

消亡。整个系统中，大系统涵盖分系统、小系统，大

系统推动分系统和小系统运动，并为其提供思想和

动力；分系统和小系统在大系统的影响下合规运作，

不断发展、流变，甚至产生新的子系统，成为整个大

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变与不变

就大系统、分系统和小系统而言，大系统是不变

的，分系统和小系统则随时而变，闻风而动；就分系

统和小系统而言，分系统是不变的，而小系统则生生

不息，发展、流变不断。这里讲两重意思：第一，变与

不变，都是相对的。就“圣言”和“五经”而言，它们是

“恒久至道”“不刊鸿教”，是“群言之首”、文章楷模，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风气的积习，对

“圣言”和“五经”的解读和“使用”也会各有不同。就

“文体论”而言，文章的共同之体是不变的，而各种文

类文体的具体表现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

展变化，每个朝代都会产生和流行某个主流性的文

类文体，比如汉崇尚赋，唐盛行诗，宋流行词，元热衷

曲等。就每个文类文体而言，各种文类文体是相对

不变的，而每一个具体的个性化文体文章则是随着

创作者的知识、阅历、思维、水平、情绪的不同而千差

万别，以至于“远近高低无一同”。就体用论而言，

“体”不变，而“用”变。第二，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

对的。《通变》有“通变无方”，就能“驰无穷之路，饮

不竭之源”；《定势》说“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

只有变，文章才有生命力；只有变，文类文体才能发

展；只有变，系统才有创造力。

四、理论

《文心雕龙》分类系统有没有强大的生命力，能

不能达到研究古代文章分类规则及文体发展变化规

律的目的，关键是看整个体系是否具有坚实的理论

基础。下面研究本系统的相关理论。

（一）刘勰的文章分类学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

础之上

《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独尊儒术、原道

征圣，“尊经崇古”“笃信儒学”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

原则。戚良德在研究了六朝社会思潮后说：“刘勰的

初衷是要对孔门四教之一端———“文教”进行研究，

所以《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文学理论，更是一部儒

家人文修养和文章写作的教科书。”［４］

儒家思想孕育于周朝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孔子

的校诗书、订礼乐、编春秋。自孝武之后，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步入政坛，并迅速发展成为

历朝历代治国理政唯一依赖的正统思想。其时，两

汉政府广开学校，以“五经博士”教授弟子，培养儒学

人才，儒家经典成为政府用人取士、选官拔擢的不二

教材和唯一标准。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即使是

到了魏晋玄学大昌的时代，儒家思想仍然是大多数

学者士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根本思想。在儒、佛、玄盛

行的南朝宋梁之际，刘勰笃信儒学，奉经书为文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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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臬”，创作出不朽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其

“纬军国”“任栋梁”“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的

积极进取思想，正是儒家自强不息、积极用世思想的

最好体现。

《序志》云：“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

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

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

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

就有深解，未足立家……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

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

笔和墨，乃始论文。”刘勰青年时期连做梦都想“随仲

尼而南行”，可见其对儒家思想的极度推崇和根深蒂

固的狂热；他的人生理想原本是想通过“敷圣注经”

以达到广大儒学、流芳千古之目的，却因为马融、郑

玄的成就在前，不能“立家”“成说”于郑马之上，故退

而求其次，选择著书立说。著书立说也还是为了昌

明儒家思想，以正“周书论辞”“尼父陈训”的文学影

响。

经过全文梳理，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深

刻影响表现在：第一，以儒家思想的“道”为内核，以

“五经”为基础，构筑“道”“圣”“言”三位一体的全文

思想核心；第二，“尊孔”，笃信“玄圣创典，素王述

评”，通过“圣”达到沟通天人，实现天人合一；第三，

崇经，把儒家经典看作是不可更改的真理，作文的不

二法则，视为“至道”“鸿教”“群言之祖”，极尽颂扬之

词；第四，积极用世，“詀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

栋梁”，要求文人“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

绩”。当然，在大谈儒家思想对全文覆盖式影响的同

时，刘勰故意淡化了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具

体思想对文章具体写作内容的占有，强化儒家思想

对文人学者思想的占有，弱化其对思路、方法、内容

等方面的影响力，在具体的学术分类和论文写作方

面遵从具体的写作规律。

（二）刘勰的文章分类学体现了汉魏六朝最先进

的文学理论思想

《文心雕龙》继承儒家的文学理论思想，在弘扬

儒家文学理论奠基作《诗大序》的基础上，大量吸收

玄学、佛学理论，对儒家文学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

１．“文质观”

文质实际上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古代文学

理论的传统命题。文质理论源自孔子提出的“质胜

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表示文与质互相制约；到南北

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将文质观推向成熟。

《文心雕龙》提出“质”即“文心”，也就是儒家之“道”。

“道”为作品之核心，是文学系统的源头，是作品的灵

魂；“文”则是作品的表现形式，是“雕龙之技”，虽然

重要，但却必须服从于内容。《文心雕龙·情采》写

道：“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

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鱡

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总结而

言，刘勰的文质观是建立在儒家之“道”的基础上，用

儒家之“道”来阐释文章创作的根本原则，并以“道”

为“本体”来论述“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内容和形

式的高度一致。刘勰虽没有提出“文以载道”等类口

号，但其提出的“文附质”“质待文”的思维范式体现

了其对文质观的深刻把握。这也是《文心雕龙》构建

金字塔式分类系统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

２．“文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

《文心雕龙》借鉴陆机《文赋》的创作论思想，开

创了最为系统、影响深远的文学创作论；学习钟嵘

《诗品》的诗学理论，在物感说、言意说、风格说、肌理

说、形神论、虚实说等鉴赏理论上达到了登峰造极之

境。《文心雕龙》固然是古代“文体论”学术成就的最

高峰，在创作论和鉴赏论的理论体系建设上亦是到

达了那个时代无人能及的高度，是对汉末以来文艺

工作者创作和鉴赏的系统总结，是集大成之作，对后

来的文艺理论有着深远影响。然其对文章分类系统

的影响不大，只是作为“文体论”的附庸而存在，故本

文不予详论。

下面重点说“文体论”。《文心雕龙》聚集前人的

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继承曹丕《典论·论文》、挚虞

《文章流别论》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开创了新的文体

论。刘勰的“文体论”的核心范畴有两个方面：其一

为“体裁论”和“风格论”的二元论，这是古代“文体

论”的标准范畴和主流方向，研究者趋之若鹜，研究

成就大昌，光辉夺目；其二是“体用论”，这是一种隐

性的方法论，隐藏在《文心雕龙》的文章系统论中，为

其庞大的文章分类系统提供了稳定的一体化的理论

支持，并使其充满生机勃勃的发展力。《文心雕龙》

的“文体论”，视天下所有文章“本为一体”，在借鉴两

汉“目录学”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包括“圣言”“经

书”等在内、囊括一切文类文体的文章分类系统。即

把文体生成分为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各种文类文

体之体、具体的个别文体三个层次，形成了两层体用

关系。在文体的发展和创作过程中，体用规律是文

体生成的内在机制。“文体论”也是《文心雕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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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系统的基础理论之一。

３．“体用论”和“本末论”

体用论和本末论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一种重要

方法论。魏晋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充分吸收了玄

学的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文学体用论和本末论。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

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本”

“末”即“体”“用”。深受六朝文艺思潮浸润的刘勰，

其文艺理论思想自然受到了玄学较深的影响。姜葆

夫在《〈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说：“刘勰还

据玄学方法论构筑了《文心雕龙》的论文体系。王弼

方法论思想的主要特征不完全在于辨名析理，主要

是用体用、本末方法来处理有与无、现象和本质的关

系，在抽象和具体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以本统末、

以一御万是其方法的主要内容。”［１６］刘勰在《文心雕

龙·宗经》说“正本归末”，在《总术》说“乘一总万”，

皆是对王弼思想方法论的吸收和借鉴。在《文心雕

龙》中，“体用论”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儒家之

“道”作为思想灵魂，以“道”“圣”“文”融合的“圣言”

为不变的“本体”，以儒家经典的“五经”等为作文立

言的基本法则，这即是“用”；第二层次，以儒家经典

的“五经”等为“本体”，以二十余种基本文类文体的

产生、发展、变化为“用”；第三层次，以文类文体的共

同之体（共性）为“本体”，以个别个性化文体及其流

变为“用”。三层体用关系，举本统末，体而为用，结

构严谨，系统周密，为文章分类系统的重要方法论及

发展性理论之一。

（三）刘勰的文章分类学的现实意义和对儒学思

想的创新

魏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刘勰所极力推崇的儒

家思想受到了来自内部的玄学和来自外部的佛学的

强大冲击。玄学延续魏晋那股肆虐之势，继续占领

着士人阶层的思想空间，虽然荣光不再，其影响却不

容小觑。那时战乱频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加上土

地兼并严重，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来自印度的

佛教和来自本土的道教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老百

姓的精神世界。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烟雨中”的诗句，足见佛学之盛况。道教也曾因为拥

有黄巾军、天师道军、五斗米军等武装力量而影响力

极为广大。其时，儒、佛、道三教鼎力。南朝宋以后，

统治阶级兴学重士，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玄学开始盛

极而衰，儒学思想再次受到重视。到南朝梁时代，佛

教曾被梁武帝定为国教，但是经学成就依然卓然，儒

学大昌之势已成。刘勰正是生活在这种去玄、尊儒、

崇佛为主流思想的时代，恢复儒学荣光是他此时主

动担在肩上的责任。他在《程器》中慷慨激昂地表

白：“君子藏器，待时而动……詀文必在纬军国，负重

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刘

勰蓄积一身学问，以文明志，愿意为儒学大昌冲锋陷

阵。

刘勰一方面反对在文章中宣讲玄论、图解老庄，

另一方面大方地给予玄学“独步当时，留声后代”的

独创性作品以褒扬和肯定，并充分吸收一切玄学理

论成果，为我所用。《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的核心

思想是体用论，这便是博学多思的刘勰充分吸收王

弼的玄学思想，借用其“以本统末”“以一御万”的方

法论，建立起一个以“道”为“本”，以经书及形形色色

的文体文章为“用”，统一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推动了

六朝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增加儒学文学理论的思

辨色彩。

《文心雕龙》的理论创新还表现在对文类文体基

本范式的建立和对文类文体生成机制的研究上。刘

勰在个别文体文章的论述中往往能从丰富的文学史

实出发，辨体正名，支分派别，创设“表末”“释名”“定

篇”“举统”的文体论基本法式，如同一个个的生动活

泼的文体演变简史。在《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中，

他通过“金字塔”式系统的构建，研究各种文类文体

的流变；通过文类文体内在的“体用关系”的揭示，即

通过所有文章共同的基本范式与各种文类之体的基

本范式、各种文类之体的基本范式与具体的个性化

个别文体的体用规律的研究，揭示了从文章共同范

型到各种文类文体再到具体的个性化文章的文体发

展与创造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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